詞境心境──

從〈定風波〉看蘇軾的人生情懷之轉折

■嘉義高商 陳德翰老師

一、前言

「處順境當思殷憂以慮患，處逆境當思堅忍以圖強。」個人出身貧寒，人生經歷躓踣者屢，然不改其安時順命，樂觀豁達之心，因而於中國歷代文人之中，特喜蘇軾之文格與人格，尤其每捧讀其〈定風波〉感悟特深，讀其文、思其人，斗室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每每悸動不已；隨著馬齒日長，日積閱歷而感動日深，因此試作本文，用以自勵，並饗同好。為使行文流暢，本文引自蘇軾之作品，僅點明出處，不再標明出版書局及頁碼。

二、蘇軾簡介

蘇軾（西元一○三六～一一○一年）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宋朝眉州眉山人。二十二歲中進士，以文章知名。他的政治思想比較保守，宋神宗朝中，王安石當政施行新法，他極力反對，出為杭州等處地方官；復因作詩得罪朝廷，被捕入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宋哲宗朝，舊黨當權，召還為翰林學士；新黨再度秉政後，又貶謫惠州，並以六十三歲的高齡遠貶瓊州。在赦還的次年，死於常州。

蘇軾不只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更是曠古的大文豪，不僅詩、詞、文、賦無所不工，琴、棋、書、畫無所不曉，而且對當時的自然科學亦很精通，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少有的天才。

我們從蘇軾的文──〈赤壁賦〉、〈超然臺記〉、〈留候論〉、〈六國論〉等可知；然而綜觀蘇軾的一生，仍不脫傳統士人經世用世的儒家思想，這可從《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可見一斑。

自古西蜀之士多豪放，如唐之李白、宋之蘇軾，皆以文才名世，在他們初入京時，都有志在天下的雄心抱負，然而現實政治環境的險惡，使這些單純又率真熱情的文人幾乎滅頂。於是李白只得自放天涯，寄情詩酒；蘇軾更展開他崎嶇多變而波瀾壯闊的人生之旅，其中尤以「烏臺詩案」為其人生之轉折。

三、蘇軾從政之路

蘇軾於宋仁宗至和五年（西元一○五七年），二十二歲時與父兄應禮部進士考試，以〈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受知於歐陽修，後因服母喪歸蜀，三年後喪滿還朝，被授為河南福昌縣主簿，尚未赴任，歐陽修又以才識兼茂，薦蘇軾於祕閣。次年八月，先閣試六論，復殿試制策，入第三等，這是宋開國以來獲此優異成績的第二人，除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三年內頗有治績。

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一○六五年），蘇軾三十歲調回京師，參加祕閣考試，進直史館。同年元配王氏歿，兩年後父蘇洵過世，軾又服喪歸蜀，至神宗熙寧二年（西元一○六九年）返京復職，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被派往監官告院形容閒置，他上書神宗，洋洋數千言〈上神宗皇帝書〉論文章，確有「賈誼之雄姿，陸贄之整飭，字字挾風霜」，但內容卻是全部攻擊變法的，因而得罪當權者。

從他的文章，我們可以了解蘇軾之政治主張，乃至於因此身罹詩案幾至喪身之緣由，試觀他如何以詩文批判時政：

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事新；

百央穿成連夜井，千金購得解飛人。

這首詠王莽的詩，短短七言四句二十八字，卻用了好幾個典故。首句經綸一語，出自《易經》，諷王莽無視漢家成規的不當政治措施。第二句緊承上句，指王莽一經掌權，一心復古改制，事事標新立異。第三句的連夜井，典出《漢書．王莽傳》，謂王莽攝皇位時，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報告，齊郡昌興亭長，一夜數夢天公告示：「攝皇帝當為真」，並謂亭中將現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以示神驗。然以蘇東坡視之，不過是連夜挖掘的的新井，以製造王莽取代劉漢的符命，用迷信作為達到政治目的之手段。尾句所謂解飛人亦出〈王莽傳〉，莽廣招募有特殊技能可攻打匈奴人，授與高位，因而有數萬人應徵，有的說能渡水不用舟楫，有的說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但只不過是用大鳥之翮為翅膀，飛不到數百步就下墜。王莽雖知不可用，但為了名聲，仍然拜自稱能飛的人為理軍，賜以車馬。

東坡詠王莽建立新朝，諷刺的焦點在標新立異的改制，顯然有借古諷今的意思。他在北宋新舊黨爭中是反對變法的，然而他的這首詩作於王安石罷相之後，故並非針對王安石，而是針對呂惠卿。呂惠卿雖由王安石推薦，但一旦大權在握，濫用權術，甚至陷害恩人王安石，故東坡借王莽影射呂惠卿之所謂變法，無異王莽之標新立異，欺世惑眾。這和詠董卓的詩一起看，更加明確。詠董詩曰：「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天下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公業是後漢鄭泰的字，鄭為董卓錄用的士人，後來卻背叛了董卓，然而董卓雖殺掉圖謀他的人，卻未防備他身邊的呂布，最後被呂布所殺。

論者認為蘇軾借呂布來影射曾布，是與詩意相符的。王安石罷相之後，推薦呂惠卿自代，卻遭呂構陷，而呂又遭同黨曾布排擠。新黨的內訌，使蘇軾冷眼旁觀到變法派的致命傷，自然表出他反對變法的立場，王安石與董卓雖不能相提並論，但王安石畢竟像董卓一樣，所用的人都是反對或陷害他的人。蘇軾詠史詩的用心於此可見。

另外，東坡〈虢國夫人夜遊圖一詩〉，更是對新貴的露骨批判：

佳人自鞚玉花驄，翩如驚燕蹋飛龍；

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

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旋索花奴手；

座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

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

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台下雷塘路；

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虢國夫人乃楊貴妃的三姊，因玉環受明皇之寵，姊妹皆封為國夫人，備承恩澤，出入宮廷，權傾天下。「玉花驄」乃唐明皇的名馬，而虢國夫人因得寵經常騎此名馬出入宮禁，騎馬美人因體態輕盈，故奔馳如驚燕飛龍。「金鞭爭道」故事，指楊家夜遊，曾與廣平公主爭道，楊家家奴居然敢揮鞭將公主驚落馬下。漢朝有明光殿，用此比喻唐宮，得寵之人始得先入，在宮中明皇聽來自中亞的羯鼓，看如花似柳的輕歌妙舞。玉奴乃楊貴妃的小名，善彈琵琶；花奴乃汝陽王李璉的小名，善擊羯鼓，都為了取悅明皇。八姨乃楊家姊妹之一，封秦國夫人，在座中作為虢國夫人的陪襯。

詩中藉楊門新貴，得寵忘形之醜態，來諷刺呂惠卿等小人，一人得道，雞犬昇天，使朝綱大敗而民不聊生。

蘇軾對小人的批判如此，他善用詩文以古諷今，對於時局乃至於皇帝，亦慨然而談，從〈教戰守策〉、〈六國論〉等文可見其謀國之忠與操持之切，也因這種率真、任性，有自反而縮之決心，使他身陷「烏臺詩案」，幾以命殉。

四、烏臺詩案

據宋史記載，宋神宗熙寧六年，全國行青苗、免役、市易法，浙西兼行水利、鹽法，蘇軾當時任杭州通判。在杭州期間，因對新法有意見，經常寫詩咏嘆時事。一日，沈括奉旨察訪兩浙。臨行時，神宗對沈括說：「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到杭州與蘇軾論昔日同在館閣之事，並求手書近詩一冊，蘇軾不知沈括用心，欣然相贈。沈括回到京師，將蘇軾詩冊中的有關詩句標上記號後，上呈神宗，說蘇軾誹謗譏刺聖上。

元豐二年（西元一○七九年）三月，蘇軾由徐州太守改知湖州軍州事。三月二十日到湖州上任，蘇軾自徐州徙湖，按例上表稱謝，又以事不便民者，因不敢明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

當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言蘇軾「罪有四可廢」，御史舒亶言蘇軾所上謝表，頗有譏切時事之言，御史何正臣亦言蘇軾愚弄朝廷，怨謗君父，交通戚里，妄自尊大，並呈蘇軾〈錢塘詩〉三卷，神宗詔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二十八日，李定遣台吏皇甫遵赴湖州將蘇軾逮捕。八月二十八日，蘇軾被押赴御史台（烏臺）勘問。

蘇軾關進御史臺，神宗皇帝心中憂鬱不樂。仁宗皇后曹氏、神宗的祖母慈聖太皇后問神宗說：「官家何事數日不悅？」神宗回答說：「更張數事未就。有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曹太后說：「得非軾、轍乎？」神宗驚異地問道：「娘娘何以聞之？」曹太后回答說：「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謂蘇軾、蘇轍也。隨後又說：『然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人，不亦可乎？』」說完，曹太后急問蘇軾兄弟現在何方？神宗回答蘇軾現在獄中。曹太后聞之落淚，繼而叮囑說：「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神宗回答說：「謹受教！」（案：官家，對皇帝的稱呼。）

蘇軾被逮之時，當時吳充為相，御史臺審問極為嚴厲，欲置之於死地。一日，吳充問神宗說：「魏武何如人？」，神宗回答說：「何足道？」吳充說：「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神宗驚曰：「朕無他意，只欲召他對獄，考核是非耳，行將放出也。」

《三國志》寫禰衡少有才辯，但矯時慢物，曹操嘗召為鼓吏，使為鼓吏之飾，欲以辱之。禰衡裸體擊鼓罵曹。曹操怒其狂傲，謂孔融說：「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物。」於是把禰衡送給劉表，劉表又將禰衡轉送給屬下江夏太守黃祖，後為黃祖所殺。

繼吳充之後，會同修起居注的王安禮直接對神宗皇帝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神宗回答說：「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赦）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眾，恐言者緣以害卿也。」

正當神宗有意赦免蘇軾之時，時相王禹玉進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禹玉因舉蘇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有蟄龍知」之句，然後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聽後，不以為然地回答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咏檜，何預朕事？」王禹玉語塞。章子厚在一旁奏言：「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神宗點頭，接著說：「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荀氏八龍，指東漢荀淑的八個兒子，因有才名，時人謂之八龍。孔明臥龍，指諸葛亮。

當時，蘇軾在獄中，有獄吏問「蟄龍」究竟有無譏諷，蘇軾回答說：「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

蘇東坡囚御史臺獄中，其長子蘇邁陪伴，父子二人約定每日食物只能菜與肉，如有不測，則只送魚。一個月後，因糧盡，蘇邁到陳留借糧，委託一親戚代送牢飯，有關不能送魚之約，卻忘記相告。蘇家親戚一片好心，一日偶然送了醃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此命已不能保，於是寫絕命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隨後，又作絕命詩二首，交給獄卒梁成，請他轉交蘇轍。梁成不敢隱情不報，隨即將詩呈上。二詩內容如下：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來生了因。

柏台霜會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

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當神宗皇帝看到蘇軾這兩首絕命詩後，知道蘇軾至死毫無抱怨君主之意，更從內心欽佩蘇軾的才學。他將詩又轉呈給祖母曹太后，曹太后見詩淒然淚下，然後對神宗皇帝說：「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朕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不久，曹太后病危，神宗有意大赦天下為后祈福，曹太后對神宗說：「不須赦天下凶惡，但放了蘇軾足矣。」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於京師。

正當神宗皇帝為曹太后處理後事之時，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得知李定、舒亶之徒意欲殺害蘇軾，他深明大義，摒棄個人恩怨，立即上書神宗，他在書中指出太祖趙匡胤曾立下家法，若高級官員獲罪，即使比較嚴重，也只給予降職貶謫的處分而不殺頭，如果皇上殺了蘇軾，就等於開了宋皇朝殺士大夫的先河，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一定會將陛下作為先例。王安石最後勸諫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神宗皇帝好名而畏議，他認為王安石的話說得很有道理，因此決定對蘇軾從輕處置。

五、貶謫黃州，人困文達

宋神宗元豐二年十二月，皇帝下旨：「蘇軾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其責詞曰：「黜置方州，以勵風俗，往復寬典，勿忘自新。」

因文賈禍的蘇軾歷經此劫後，對人生態度，對其文風已有所自覺了。他於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自湖州押到首都汴京，投入御史臺監獄，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獄，關押時間為四個月又十二天。蘇軾接到聖旨，作詩稱：「平生文字惟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元豐三年正月初一，在御史差人解押下，蘇軾把家眷約二十人安置在南都（今河南商丘），同大兒子蘇邁一道離開汴京，於二月一日抵達黃州；初到黃州，蘇軾寓居定惠院。

卜居黃州的蘇軾，物質拮据，行動受限，形同自我放逐，他的心境、詞境卻由此沉澱翻騰，名留千古的〈赤壁賦古〉等作，代表他文學創作的高峰，亦是其人生情境的轉折，由〈定風波〉最能看出此種轉變。

六、〈定風波〉詮譯

宋神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時蘇軾謫居黃州，雨中步行沙湖，因感嘆風雨飄搖，人生如寄，遂借景抒情作此詞。今引原文如下：

〈定風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以而遂晴。故作此。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首先從音韻來看：這首〈定風波〉音韻輕快，然而輕快中寓涵著多處轉折，尤其能傳達其心境。上片韻腳為聲、行、生，下片為醒、冷、迎、晴；上片第三、四句轉韻為馬、怕，下片第四、第五句轉韻為處、去。從詞的節奏性就可以讀出其心情之複雜起伏，一如他的人生，始則平順輕快，中則挫則變化，繼則看開一切，豁然開朗。

「烏臺詩案」促成了蘇軾人生思想的成熟，巨大的打擊使他深切認識和體會到外部存在著殘酷而又捉摸不定的力量，轉而更體認到自身在茫茫世界中的地位；這場直接危及他生命的文字獄，反而導致他對個體生命價值的珍視，他的個性也從抗世變為對保持自我真率本性的企求，這首詞正是此種心境的投射。


其次從內容賞析：蘇軾此詞作於宋神宗元豐五年（西元一○八二年），為貶謫黃州後的第三年。寫眼前景，寓心中事；因自然現象，談人生哲理。屬於即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作者自有這種情懷，遇事便觸發了。《東坡志林》說：「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途中遇雨，便寫出這樣一首於簡樸中見深意，尋常處生波瀾的詞來。

首句「莫聽穿林打葉聲」，只「莫聽」二字便見情性。雨點穿林葉，發出聲響，是客觀存在，說「莫聽」，就有外物不足縈懷之意。那麼便怎樣？「何妨吟嘯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應小序「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又引出下文「誰怕」即不怕來。「何妨」二字逗出一點俏皮，更增加挑戰色彩。首兩句是全篇主幹，以下詞情都是從此生發。


「竹杖芒鞋輕勝馬」，先說竹杖芒鞋與馬，前者是步行所用，屬於閒人的。作者在兩年後離開黃州移汝州，途輕廬山，有〈初入廬山〉詩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遊；可怪深山裡，人人識故侯。」用到竹杖芒鞋，即他所謂「我是世間閒客此閒行」（〈南歌子〉）者。而馬，則是官員或忙人的坐騎，即俗所謂「行人路上馬蹄忙」者。兩者都從「行」字引出，因而具有可比性，前者勝過後者在何處？其中道理，用一個「輕」字點明，耐人咀嚼。竹杖芒鞋誠然是輕的，然而在雨中行路用它，拖泥帶水的，比起騎馬的便捷來又差遠了。那麼，這「輕」字必然另有含義，分明是有「無官一身輕」的意思。


何以見得？古代士大夫總有這麼一項信條，是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蘇軾因反對新法，於元豐二年被人從他的詩中尋章摘句，硬說成是「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於知湖州任上逮捕送御史臺獄；羈押四月餘，得免一死，謫任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元豐三年到黃州後，〈答李之儀書〉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室，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被人推搡漫罵，不識得他是個官，卻以為這是可喜事。〈初入廬山〉詩的「可怪深山裡，人人識故侯」，則是從另一面表達同樣的意思；這種心理是奇特的，也可見他對於做官表示厭煩與畏懼。「官」的對面是「隱」，由此引出一句「一蓑煙雨任平生」可見隱意。


關於「一蓑煙雨任平生」，流行有這樣一種解釋：「披著蓑衣在風雨裡過一輩子，也處之泰然。（這表示能夠頂得住辛苦的生活）」（胡雲翼《宋詞選》）從積根處體會詞意，但似乎沒有真正觸及蘇軾思想的實際；這裡的「一蓑煙雨」，不懂寫眼前景，更說心中事；試想此時「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了，哪還有蓑衣可披？因而「煙雨」外寫沙湖道中的雨，亦是一生的風雨，更是他嚮往退隱後的微風細雨、煙波世界，蘇軾是想著退隱於江湖！他寫這首〈定風波〉在三月，到九月作〈臨江仙〉詞，又有「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之句，使得負責管束他的黃州知州徐君猷聽到後大吃一驚，以為這個罪官逃走了（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二）；結合〈答李之儀書〉中所述的「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而自覺可喜，他的這一種心事，在黃州的前兩三年裡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白出來，用語雖或不同，卻可以彼此互證；再看看別人對「一蓑」的用法，如陸游《題繡川驛》的「會買一蓑來釣雨」和〈舟過小孤有感〉的「商略人生為何事，一蓑從此入空濛」，不儼然是蘇軾「一蓑煙雨任平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那幾句的翻版嗎？陸游也是個宦途不得志的詩人，以放翁詩證東坡詞，則「一蓑煙雨任平生」為歸隱的含義，也是可以明瞭的。蘇軾對於張志和的〈漁父〉詞「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極為稱實，恨其曲調不傳，曾改寫為〈浣溪沙〉入歌（吳曾《能改齊漫錄》卷十六），江湖上的「斜風細雨」既令他如此嚮往，則路上遭雨又何足掛懷？


下片到「山頭斜照卻相迎」三句，更是心境的翻騰，由陰冷而溫暖，也透露著喜悅之情。詞序說：「已而遂晴，故作此。」七個字閒閒寫下，卻是點睛之筆。沒有這個「已而遂晴」，這首詞他是不一定要寫的；寫晴，仍牽帶著原先的風雨，他對於這一路上的雨而復晴，引出了重重的感懷。


接著轉筆：「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蕭瑟，風雨聲。「夜雨何時聽蕭瑟」是蘇軾的名句。天已晴了，回顧來程中所經的風雨，自有一番感觸；自然界陰晴圓缺的循環，早已慣見，毋庸懷疑；宦途中風雨的襲來，卻很難料定何時能有轉圜，會有雨過天青的遭際嗎？既然如此，則如黃庭堅所說的，「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謫居黔南十首〉），遭受風吹雨打的人那是要望晴的吧！蘇軾於此想得更深，他說無風雨最好；無風雨，則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這便是「也無風雨也無晴」的真諦。如何達到政治上「也無風雨也無情」的境界？是「歸去」！這個詞彙從陶淵明的「歸去來兮」所取，照應上文「一蓑煙雨任平生」。在江湖上，即使是煙雨迷濛，也比宦途的風雨好了；境界由此開曠，人生無待，有道家之任真自然。


再來從命題含意及象徵來看：作者在小序中已透露玄機。從「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諸語，我們可以看出蘇軾當時之心境，不覺風雨瀟瀟，但覺自在逍遙，天氣由雨而晴，其心情亦是如此。 


在這首詞中，蘇軾用非常簡明而具體的意象，鮮活地表達他的心境，用內在主觀安定自得的心情，去調適外在的風雨際遇。穿林打葉的風雨聲，可以用一蓑煙雨任平生；人生無懼自可吟嘯且徐行；既而無求，自然竹杖芒鞋輕勝馬，以竹杖芒鞋喻無官的自在，以馬寓官場的猛浪突奔。有此心胸，怡然自適，因而可以與自然同在，賦詩飲酒，讓料峭春風吹酒醒，縱然身感微冷，卻可見山頭斜照迎面相迎；抖落一身是非，一身風雨之後，回首向來蕭瑟處，漫漫來時路，風霜滿面，大嘆不如歸去，自然一切歸於平靜，也無風雨也無晴了。


寓人生際遇於文學之中，我們看蘇軾的詞，尤其身有同感，從這首小詞，我們看見蘇軾的折磨愈多，反而學會了更坦然，較能以寬容之心對待人世。生存是一種磨難，也是一種喜悅。世間事之所以被人認為當喜當怒、當避當趨，多是由觀念所造成，人事的是非得失皆有兩面，但認真看來也無所謂得失。


後人對此詞之評價甚高，認為是蘇軾人生情境轉折之代表作，如鄭文焯〈手批東坡府〉上說：


「此足徵是翁坦蕩之懷，任天而動。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筆直寫胸臆，倚聲能事盡之矣。」


在這首詩裡，他說的只是日常遇雨的一件小事，卻從中悟出了很多生命的哲理，由此看來，這首詞豈不深雋有味？詞境即心境的表現，宋代詞風由婉約而豪放，由詠物抒情，而寄寓人生哲理，皆由蘇軾始，由此詞亦可見其安時處逆之人生哲學。

七、結論

蘇軾一生經歷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他既經順境，復歷逆境，得意時是譽滿京師的新科進士，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赤紱銀章的帝王之師；失意時是柏臺肅森的獄中死囚，躬耕東坡的陋邦遷客，啜菽飲水的南荒流人。榮辱、禍福、窮達、得失之間反差的巨大和鮮明，使他嚐盡種種人生況味。元祐時，二十幾天之間由登州召還，從禮部郎中、中書舍人升到翰林學士兼侍讀，榮寵得來迅捷，連他自己也不免愕然。紹聖時，從定州知州南貶，先以落兩職、追一官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知英州；誥命剛下，又降為充左承議郎（正六品下）；途中又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再改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三改謫命，確乎需要超凡的承受能力，這種希望和失望、亢奮和淒冷、軒冕榮華和踽踽獨處，長時間的交替更迭，環環相扣，不知所終，也促使他去領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紛擾爭鬥的社會關係中個體生命存在的目的、意義和價值，從生活實踐而不是從純粹思辨去探索人生底蘊，這是蘇軾思想的特點。

蘇軾的人生苦難意識和虛幻意識是異常沉重的，卻沒有發展到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其落腳點也不是從前人的「對政治的退避」變而為「對社會的退避」。他吸取傳統人生思想和個人生活體驗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從苦難──省悟──超越的思路，從他反覆詠嘆的「吾生如寄耳」和「人生如夢」可見其轉折。

在蘇軾詩集中共有九處用了「吾生如寄耳」句，突出表現了他對人生無常的感受。這九處作品按時間排列如下：

（一）熙寧十年〈過雲龍山人張天驥〉：「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蚤。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

（二）元豐二年〈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寄子由五首〉：「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

（三）元豐三年〈過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

（四）元祐元年〈和王晉卿〉：「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

（五）元祐五年〈次韻劉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

（六）元祐七年〈送芝上人遊廬山〉：「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

（七）元祐八年〈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聚散一夢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

（八）紹聖四年〈和陶擬古九首〉：「吾生如寄耳，何者為吾廬？」「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九）建中靖國元年〈鬱孤臺〉：「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閒游。」

這九首作品，從壯年（四十二歲）到老年（六十六歲），境遇有順有逆，反復使用，只能說明他感受的深刻，因而其他詩詞中還有許多類似「人生如寄」的語句。然而蘇東坡深感人生如寄之無奈，但其心境卻充分表現出其曠達的人生觀，從此詞即可看見。

王國維評「東坡之詞曠」，鄭文焯說此詞「此足徵是翁坦蕩之懷，任天而動。」由初仕時之意氣英發，至壯年之豪情壯志，及至烏臺詩案後之曠遠豁達；由儒家之襟抱，到道家之胸懷，從本詞可知豁達超然，順任自得貫穿其中，亦可見其生命情懷之轉變。「心有掛礙天地窄，心無掛礙方寸寬。」謫居黃州後的蘇軾，以〈定風波〉明志，其人生情懷應做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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